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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任何一门学科，不管它产生的时间有多

短，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而对这一历史的探

究，均可以选择和运用相应的学术方法和分

析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就中国经济思

想史的研究现状而言，既有好几个版本的通

史专著，又有从财政思想、赋税思想、货币

思想、土地思想、人口思想等角度切入进行

研究的诸多论著。这些论著，几乎都是遵照

严格的学术规范，根据所定问题的需要，经

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排比、归类和综合，

再按朝代或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顺序，精心

组织而成的。无疑，它们对人们意欲了解中

国经济思想通史或历史上的某一经济思想，



或某一朝代的经济思想，都起到了极为有益的作用。

正是通过对这些论著的认真阅读、仔细研究和诚心体悟，我

们感到，能否在史家们卓有成效的习惯做法之外，通过对某一极

其重要的经济思想或问题的提炼、剖析和研究，辟出一条用思想

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逻辑来穿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问学途径呢？

倘若这种努力并非荒唐而是合理且能成功的话，那我们在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问题丛林”中，对哪些是大问题或小问题，哪些是

真问题或假问题，哪些是原生问题或派生问题的辨析，或许会显

得更为清楚一些。

那么，在源远流长、问题庞杂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究竟哪

一思想或问题堪称“极其重要”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

法，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和思考，我们

认为，该问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它必须具有折射性，即

能折射和反映出每一朝代的政治运作和政策实施；第二，它必须

具有统摄性，即以它作为基本问题和轴心，能统摄其他经济问题

并规定着其他经济思想或范畴，亦即诸多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都

是围绕它而展开的；第三，它必须具有贯通性，即以其演变构成

一条鲜明的线索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第四，它必须具有历史和逻

辑的一致性，即思想的展开同时也是事实的展开。因此，我们的

先行工作，无疑是要首先找到和确认构成这一思想的基本要素。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经济思想范式的转型

或革命，而这些转型或革命一旦成功，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将不

得不在相当程度上调整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以适应新的经济

思想范式。同时，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将在一定时期内

为这一新范式所左右。反观中国，固然从未有过类似西方经济思

想史的经历，但却有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思想，其每一变化和

转折都迫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政策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

圆 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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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这一问题和思想是什么？我们认为，那就是农商关系问题及

其思想。此其一。

其二，农商之分在中国古代一经出现，历史上的“本末”、

“轻重”、“贵贱”、“义利”等问题和范畴所关注的焦点，马上随

之集中到农商关系问题上；中国经济史思想中的财政、赋税、土

地、人口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也随之围绕农商关系问题而展开。

这一点，可在史料中找到很多证据，我们也将在本书中加以进一

步的论述。因此，在中国经济史上，农商关系问题乃是一个在横

向上具有渗透性、连带性和包容性的基本问题，农商关系思想堪

称一带有统摄性的重要思想。

其三，在二十四史中，几乎历朝都有关于农商关系的诏令，

且内容多为“重农抑商”。观乎近代，在圆园世纪圆园至源园年代分
别发生的关于中国命运的两次大论战中，农商关系亦成了人们极

为关注的热点。当其时，围绕中国发展的前景和途径的问题，诸

多有非凡才智的人机锋迭出、见解纷陈、互相诘难，但他们争论

的核心之一，仍不外乎到底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商立国”

的问题。时至今日，农商关系问题也仍然是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和

实践上都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经济问题。我们虽然时时在背

诵“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古训。但是，究竟

如何真正“以农业为基础”、“以市场为主导”，把农业纳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来规划和发展，使农业彻底摆脱自然经济

的束缚，实现农与商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乃是我国现在以

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在思想、政策和现实运作各个层面上都必须

花力气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四，农商关系思想演变和运行的逻辑反映了中国农商关系

问题发展的规律。农商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决定着农商关系思想

的形成和展开，换言之，事实上的农商关系规定了学理上的农商

猿引 言



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农商关系在学理上、思想上的每一次大的

变化，都与现实中的农商关系的重大转折密切相关，同时又直接

地影响着农商关系从政策导向到现实运作上的转变和发展，由此

而构成了农商关系问题在发展历史和思想逻辑上的一致性。

上述四种情况，已经将农商关系思想在政治运作上的重要

性，在经济思想上的统摄性，在时间上的历史贯通性，在历史与

逻辑上的一致性，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可以

说，农商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史横向统摄诸多方面、纵向贯穿始

终的基本问题。农商关系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一大重要的传统经济

思想。其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巨，是历史上其他任何经济思想

都不能比拟的。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农商关系思想作为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切入点，以期通过对该思想的审慎而又认

真的研究，把中国经济思想史用思想展开的逻辑主线串起来，从

而为了解中国经济思想史提供一种新视域和新角度。

然而，关于农商关系的思想，果真像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那

样，是由一根“重农抑商”的思想线索而毫无波折地缓缓延伸过

来的吗？不是的。根据我们对上古史料和其他一些史料的认真研

究，发现农商关系在思想形态上大致经历了“农商俱利”、“重农

抑商”、“农商并重”（在近代延伸和扩展为“商战论”与“实业

论”）三个大的阶段，在演变的过程中亦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内

在逻辑及其相互关联。不过，对于农商关系在思想形态上所呈现

的具体问题，本书各相关章节将会做尽可能详尽的论述，这里我

们只能简略地谈一谈思想形态之成为事实存在的那个“理”。

其实，“农商俱利”也罢，“重农抑商”也罢，“农商并重”

也罢，都有其势所必然的理由和根据，亦即“理在事中”，用黑

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

现实的”。

源 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



农商关系思想之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三个演变阶段，是有其

客观的“理”或必然性的，对于这其中的“理”或必然性，我们

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是主观的方面，这具体表现在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

财政需要和对经济财富的垄断需要这三点上。春秋战国之前，群

雄并起，干戈不休，存亡不定，故“农商俱利”思想得以行，盖

因群雄都看到了农与商皆能为自己安邦定国创造所需要的物质财

富。最典型的例子可见《左传》昭公十六年所载：郑本在周畿

内，桓公东迁，并与商人俱。因为东迁之郑为新造之邦，财用必

患不足，不得不靠商人来通有无。闵公二年又载，卫为狄灭后，

卫文公吸取亡国教训，“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元年革车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因此，“农商俱利”成为一思想形态或事

实，乃是为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诸侯纷争，结果剩下七

雄，问鼎之局略成，“重农抑商”思想即开始萌。时至秦嬴汉刘

霸业成，“重农抑商”终成为一种事实、政策和思想。究其原因，

一则商人周历四方，远适异国，见闻较广，因而才智颇高，如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载，郑商人弦高以匹夫而却“虎狼之秦

师”，即显示了商人的过人之处；二则商人的政治意欲日隆，战

国时即出现的商人多与王公贵人为缘，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

之币，以聘享诸侯”的情况，到秦汉时更发展到如此地步：“交

通王侯，力过吏势”，“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无愠色”。这

两种状况，必然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妒忌、担忧和惊恐。因此，

封建统治阶级从政治需要、财政需要、财富垄断需要出发，从思

想、政策到现实运作三管齐下来贬商、贱商、损商、抑商，亦在

事理之中。到了唐以后出现的“农商并重”理论，则可以归结为

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唐朝的“国威遐畅”，二是中国版图的不

断扩展，三是东西方商业交流的日益频繁，四是交通情况的极大

缘引 言



改变，五是社会舆论发生了新的转向。日本桑原骘藏在《东洋史

要》中说：“东西陆路之互市，至唐极盛，先是隋炀帝时，武威、

张掖、河西诸郡，为东西交易之中枢。西方贾人，来集其地者，

溢四十国。唐兴，中亚天山南路之路开，西方诸国，来东方通商

者益盛。支那人之商于中亚波斯印度者亦不少。”又说：“自蒙古

建国，四方割据诸小国悉灭，商贾往来日便，又新开官道，设驿

站，分置守兵，旅客无阻。东西两洋之交通，实肇于此。是时西

亚及欧洲商人陆自中亚经天山南路，或自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

路，而开贩路于和林及燕京。波斯与印度及支那之间，海上交通

亦日繁，泉州、福州诸港，为世界第一贸易场，外人来居其地

者，以万数云。”在社会舆论上，南宋的叶适和陈亮便旗帜鲜明

地为商人正名和张目；到了明代，此势头更旺，如大思想家王阳

明和著名文学家李梦阳等人，均为商人写过不少的铭、表、记、

状。这些情况的出现，自然迫使唐以后的封建王朝不得不把农商

关系思想作为机括，以突破“重农抑商”的思想藩篱而采用和实

施“农商并重”的政策和思想。据史料记载，互市置官，始于隋

之互市监，而唐因之。《文献通考》也说过：唐有市舶使，以右

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唐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

一。而这些官职的设置，都是用以征收和管理关税的。可见，

“农商并重”成为思想、政策和事实，有它存在的“理”，亦即有

它的必然性。“商战论”和“实业论”的兴起，既是中国农商关

系思想演变第三阶段的组成部分，即明清时期“农商并重论”的

延伸和扩展，又是中国在跨进近代化的门坎时，面对着西方列强

的商业渗透、实业冲击和资本入侵而作出的反应。当时的清政

府，面对着这一大的变局，在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也

从农商关系入手，搞了一些官办实业和官督民办的实业，同时也

为商人提供了一些发展的机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增

远 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并由此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是适应了这种增长和进步的需

要，“商战论”和“实业论”的应运而生，当属势所必然了。

其次，是客观的方面，这又具体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

方式和积累方式上。我们知道，中国第一个具有国家政治形态的

夏朝，产生于大禹带领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患的成功治理，故

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除了带有“自给自足”的鲜明特征外，

对水利的治理和仰给，无疑成了能保证“自给自足”得以存在的

基础。而对水利的治理（主要是对付黄河）和仰给（包括沿河引

水和开发灌溉）所需甚巨，这就迫使历朝列代的封建政府不得不

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这上面去。据史料记载，黄河不肆虐

时，人民尚可“自给自足”；一旦黄河肆虐，“自给自足”的生产

方式总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

说，能保有这一生产方式已属不易，要想推动它在历史上获得突

破性的进展，则无异于蒸砂求饭了。所以，后来西方列强对中国

的入侵，与其说主要是军事侵略和政治侵略，勿宁说主要是生产

方式的侵略更准确。在社会的积累方式上，由于生产技术的落

后，工具的笨拙，效率的低微，以至于人们即便是费尽心力，也

仅仅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及仅足以避免饥寒冻馁；天幸有余，

也要全部用来“积贮防灾”。于是在极其落后和原始的积累方式

上实在辟不出新利源、找得到好方法的情况下，封建王朝采用的

经济政策，也只能是鼓励和迫使绝大多数人去从事农业。在此情

况下，贾谊、董仲舒、桑弘羊、贾山等一批人，也就不得不到处

张扬他们“大利在农”的学说了。

再次，从封建帝王的统治术来看，似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

属治人有术而治国无方之辈。无怪乎梁启超有中国的封建专制术

在日日进化，而其他方面却在日日退化之叹。考诸史料，我们觉

得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思想上，起码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和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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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问题、社会分工问题和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以至于连管

仲这样一个“重农抑商”论者，也把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

“人君不能治”。再从封建统治者的动机和效果来看，无论是提

“农商俱利”，言“农商并重”，还是倡“重农抑商”，实际上都不

影响他们对农和商的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采用“重本抑末”思

想并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封建统治者，其重农实质上也不是

真正的重农，而不过是为了加倍掠夺农人而已，如秦朝时的农民

就不仅承担了“二十倍于古”的田赋、“三十倍于古”的劳役，

而且还过着“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悲惨生活。同样，封

建统治者的抑商也不是真正的抑商，而仅仅只是抑私商、小商，

目的还在于扬官商，以至于西晋时期出现了那些亦官亦商之人争

奇斗富，视民命如草芥的污浊局面。

最后，中国的农商关系思想之所以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

段，还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致思方式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

思维习惯上，中国人似乎存在着对问题之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

两极化倾向，并且其核心还是泛伦理主义的。对此，著名思想家

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曾经评价说：“在中国我

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

公共行政制度。尚存的中国古典文献常论及这些问题，主要从伦

理观点论述，例如孔夫子和孟子的教义都曾涉及这些问题。”泛

伦理主义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思想理论的正常发展造成了

极大障碍，而且对农商关系问题的危害也不小。因为农业和商业

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两大支撑体系，而以泛伦理主义的

并且是两极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两大体系，再加上生产方式和积累

方式的导向作用，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毫无道理的和简单化

的判别，即断然视农民为讲礼义、尊名分、恶诉讼、严器数、务

节流、重人情、安苦行之人，而视商人为好言财利、内贿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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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党营私、豪侈无伦、刻薄寡恩、偷奸耍滑、安于懒惰之徒。这

一判别姑且不论它与史实的严重不符，仅就它把事实判断和价值

判断割裂开来甚或对立起来，结果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农与商作

为中国古代社会两大支撑体系的积极认识，也妨碍了人们对分配

问题、社会分工问题和供给与需求关系问题的正确理解。而在道

德伦理上，其结果则是，在把国家弄得一团糟的情况下仍然高吟

着“愧无半策匡时弊，惟余一死报君恩”的奸佞小人不在少数，

而真正具有“责任伦理”的道德勇士却不多。

在致思方式上，中国人从来都不怎么注意知识论的研究，所

以中国虽为农业大国，却没有多少专门和系统地研究农业和农学

的著述。根据我们的粗略统计，自上古以迄明，涉及到农业的典

籍，在春秋战国时代，仅有《周官》中的一些零星片断，《管子》

中的《地员》，《吕氏春秋》中的《任地》；有汉一代，重农最盛，

却无农书传世；到了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出，中国

才有了最早的农书；其后可道者，官修之书有元代的《农桑辑

要》，私家著述则有元王桢的《农书》和明徐光启之《农政全

书》。这种情况，一是表明农业和农学的实际应用问题，几乎都

为知识阶层所忽视和不屑；二是说明中国人由于不重视知识论的

研究，故而很多科学发明虽然最早在中国出现，很多问题对中国

社会最为重要，但却无法去推进它和解决它。因此，从这一层面

看，要想求得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的改进，几乎

是不大可能的事，而农商关系问题之所以在客观上形成了前述的

几种思想形态，显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西方则不然，由于有

古希腊的文化与哲学传统，西方人在古代就很重视知识论的研

究。在农业和农学方面，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员世纪，德仑休
斯·瓦罗就写过《论农业》一书，公元员世纪的科卢梅拉也写了
《论农业》一书。这两本书对当时农业应用方面的大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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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其后西方知识界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

候、土壤、种子、水利、植物诸问题，几乎都有大量的著述出

版。西方人对知识论重视，不但推进其他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也

推进了农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产业革命能够在西方发

生，亦是情理中的事情。

我们从上述四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农商关系思想在中国经济思

想史中之成为统摄性问题的基本根据，也表明了我们的理论企

图，不过是想通过对这一思想的严肃思考和认真研究，用凸现思

想演变和发展逻辑的方式，把中国经济思想史串连起来，从而为

理解中国经济思想史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视域。但是，当我们一

旦进入实质性的研究状态时，便发现此间问题甚多、难度颇大。

在没有现成的研究方法可资借鉴，又没有现成的分析手段可供使

用的情况下，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家巫宝三先生的一段话给了我

们很大启发，他说：“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如果不探究

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很难了解其经济思想的全部意义。”于是，

我们力图结合哲学思想的分析来进行研究，以期通过对“农商俱

利”、“重农抑商”、“农商并重”、“商战论”和“实业论”等思想

之哲学底蕴的揭橥和阐述，把构成这些思想的真实动机和内在逻

辑梳理出来。

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是：

第一，分析农商关系思想的构成。中国有关经济思想史的材

料浩如烟海，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很多材料所反映的不过

是一种感觉、印象、意见和建议，其中固然有些可称之为观点

的，但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或理论。农商关系问题却不一

样，它之所以能被称为思想，首先是有它赖以产生的历史大背

景；其次是它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思想主张；再次是它在中国古代

社会都因实际需要而被不断地外化为一些可以运用和实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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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印象是不能成为政策的）。因此，我们是在经过了对史料

的梳理和分析后，再依据史料的历史背景、史料的内容以及内容

外化为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三大特征，而认定农商关系之构成为思

想。

第二，注重思想的作用。农商关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在判别其

究竟属正面还是负面时，我们首先采取的是价值中立的态度，即

首先让史料说话，用史料来再现和还原历史的真实。这一步工作

一旦做好了，我们才可能进而分析和论断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大

体上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从而揭示出农商关系

思想的作用。

第三，系统的分析方法。农商关系思想带有相当大的统摄

性，它与很多经济思想和经济问题发生理论关联和逻辑关系，形

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为此，我们把农商关系思想的发展放到纵

向和横向交合构成的历史坐标上，规勒其基本线索和逻辑理路，

并对每一思想形态到底与哪些经济思想和经济问题发生过关联，

以及这些关联是怎样产生和演变的，都力图作出尽可能详尽的辨

析。求全的动机是为了求真，而要求全则非得运用系统的分析方

法不可。

第四，史论结合的方法。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有它自身的内

在逻辑，但这一逻辑离不开历史事实的验证和支撑。我们之所以

把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并将它视为一个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因为我们的分析手段先要力求完整地再现

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一旦清晰，就发现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基

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的展开即是历

史的展开，历史的展开即是逻辑的构成，两者之间有着相互支援

和相互印证的关系。因此，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有利于我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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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同时也有利于

我们由史到论，论从史出，从而对我们今天辩证地思考和处理农

商关系问题产生借鉴意义。

从农商关系思想演变和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和穿引中国经济思

想史，并且用的是哲学思维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这无疑是想精心

编织一张“知识之网”。然而这张网无论编织得多完美，也必定

会有一些“问题”之鱼漏网而过（任何知识之网都如此）。在这

里，我们只求没有漏掉吞舟之鱼。因此，我们把本书称为“中国

农商关系思想史纲”，并不仅只是出于我们的学力和识见有限的

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本书的特点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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